
 

 

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不足的制度性约束*

−基于城区人口 100万以上城市随迁子女升学政策的

实证分析

邹月晴，陈媛媛，宋    扬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要实现国内消费的长期增长，需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受到了

广泛关注，自 2001 年中央政府颁布“两为主”政策以来，流动儿童在父母流入城市的义务教育入学

问题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异地中考和高考的问题日益突出，绝大多数省份的异地高考政策都要求随

迁子女在当地拥有三年高中学籍，能否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是更为前置的问题。据此，文章试图从随

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的视角，基于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的随迁子女升学政策进行实证检验，分

析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制度性约束。结果显示，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造成了大城市

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留居不消费”现象加剧，当子女年级越接近中考时，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

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越低，且这一抑制作用对中等学历、城镇户口、男孩家庭和流

入超大、特大城市的家庭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异地中考政策主要通过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家

庭教育期望和改变子女留守选择这两个机制来影响消费。综上，文章认为，应继续推进随迁子女升

学政策的改革，进一步保障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激发流动人口消费的热情与活力，这对缓解经

济下行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负面影响下的需求收缩，刺激城市经济复苏具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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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如何提振居民消费能力，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

题。在经济下行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负面冲击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2023 年政府工作

报告也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推动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扩大内需已成为

我国经济稳中求进的重要保障，而采用宽松的宏观政策只能带来短期的刺激效果，想要从长期

提振国内消费，更应关注制度改革，并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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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点，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少数可用的红

利。2022年 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特别提出要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促进形成

强大的国内市场，着力挖掘内需潜力。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聚集

的过程。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 3.76亿，占总人口比例的

26.62%，东莞、深圳等城市流动人口比例甚至达到 70% 以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潜力在

城镇化带动消费的过程中能起到关键作用。但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流动人口在流

入地面临经济、文化、制度、身份认同等困境，享受不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边际消费倾向

相较于本地户籍人口更低（陈斌开等，2010；程杰和尹熙，2019）。若能提高流动人口群体的消

费，则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整体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

为破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留居不消费”的困境，现有文献主要从与户籍制度配套的就业、

医疗、养老等与成人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流动人口家庭本地消费的

抑制效应（陈斌开等，2010；钱文荣和李宝值，2013；卢海阳，2014；张勋等，2014；汪润泉和赵彤，

2018），鲜有研究从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家长对子女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

高度重视，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变化往往会改变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或者迁移决策，进而影响家

庭收入与消费储蓄行为（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我国的随迁子女教育政策主要包括义务教育

入学政策和异地中高考政策。自 2001 年政府颁布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两为主”政策以

来，流动儿童异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已得到缓解。至 2020年，有 85.8%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可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服务。但绝大部分省份的异地高考政策都要求随迁

子女在本地有三年高中学籍，能否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是更为前置的问题。随着就业市场对学历

要求的不断提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异地中考和高考问题更为突出。

本文试图从随迁子女教育政策中异地中考政策的视角，研究大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

消费不足的制度性约束。本文收集了城区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 72 个大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文

件，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 2013—2018 年各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并利用 2014—2017 年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微观家庭视角就异地中考政策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

市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子女年级增高，异地中考政策越严格的城市，流动人

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水平越低。异质性分析显示，这一抑制作用对于中等学历、城镇户口、

男孩家庭和流入超大、特大城市的家庭影响更大。

为进一步探讨异地中考政策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结合跨期平滑消费、预

防性储蓄动机等家庭消费的决策理论，使用 2014—2017年 CMDS数据与 2014—2018年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以下三种机制的检验：第一，当子女升学受阻时，家长对子女的教育

期望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降低（刘谦，2015），因家长预期子女永久性收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

增加，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会导致家庭消费水平降低（Boar，2021）。第二，部分家长可能预期子

女未来无法参加中考，让其提前返乡读书成为留守儿童。家庭成员的离开导致家庭在流入城市

消费减少是必然的，同时，由于无法陪伴子女导致对子女的补偿心理也会促使家长汇回比子女

在自己身边所需的更多的钱款（Poeze等，2017；Yang和 Bansak，2020），从而压缩自己在流入城市

的消费。第三，部分家长可能会因为子女升学受到阻碍，计划未来举家返乡或者流入异地中考

门槛较低的城市，使其在流入城市的留居意愿降低。考虑到继续流动的可能性，流动人口会增

加家庭储蓄（Galor和 Stark，1990），将更多的积蓄汇回老家或留作未来使用。前两种机制均在实

证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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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边际贡献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关于流动人口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多落脚于人口

学特征、家庭特征、流动模式和人力资本等因素（Rosenzweig和 Stark，1989；Galor和 Stark，1990；
Carroll等，1999；易行健等，2012；晁钢令和万广圣，2016；Cheng，2021），从制度层面分析的研究

也多集中在医疗、养老和就业制度等（钱文荣和李宝值，2013；卢海阳，2014；张勋等，2014；汪润

泉和赵彤，2018）。本文从随迁子女升学政策出发，为识别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制度性障碍

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对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畅通经济循环，以体制机制为抓手激发城镇化

的内需潜力，更好地提振居民消费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通过政策文件的梳理，计算出统一

量化的、可跨地区和跨时间比较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目前文献多围绕异地中考条件进行文本

政策的梳理（吴霓和朱富言，2014），要么仅对是否可以报考普通高中、重点高中做难度划分（王

毅杰和黄是知，2019；陈宣霖，2021），要么从省份层面梳理政策信息划分高门槛组与低门槛组

（贾婧等，2021），无法精确地量化异地中考门槛在城市间的差异。李红娟和宁颖丹（2020）构建

了较细化的 60个城市异地中考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但并未区分不同年份的政策。同时，现有文

献已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落户门槛以及义务教育入学门槛指数的构建思路（吴开亚等，2010；张吉

鹏和卢冲，2019；吴贾和张俊森，2020；朱琳等，2020），但存在材料获取难度区分不准确①以及无

法将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制两种制度在同一指标体系中融合比较的问题。②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

计算指标权重，结合 CMDS数据计算不同类别材料的获得难度差异，最大程度保证了赋权的客

观性与准确性，并且统一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制的指标衡量方法，将两种制度纳入同一指标体系

中融合比较，最后采用多种指数计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不仅为科学评估异地中考门槛的

政策影响提供了基础，还以新思路新方法为政策门槛指数构建提供了借鉴。第三，现阶段对随

迁子女教育政策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胡霞和丁浩，2016；李超等，2018；吴贾

和张俊森，2020；朱琳等，2020；李尧，2022），关于异地中考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大部分只对政策

做简单的分类区分（王毅杰和黄是知，2019；陈宣霖，2021；贾婧等，2021）。相比于义务教育入学

政策，异地中考政策直接影响本地的高考招生竞争程度，改革进程缓慢，且异地中考限制条件更

严格，受影响的流动人口家庭范围更大。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异地中考政策，不仅分析了异地中

考政策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还从家庭教育期望、子女留守决策和家长留居意愿等角度

分析影响的机制，为全面审视异地中考政策对流动人口家庭的可能影响、有效检验异地中考政

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完善政策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支撑。第四，为提振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新的政策

启示。结果显示放宽随迁子女的升学限制对城市自身发展具有双重好处：一方面，会激发流动

人口消费的热情与活力，有助于刺激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使得儿童受教育机会增加，这

不仅有助于流动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长期的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能发

挥积极作用。从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推动异地中考政策的深化改革对促进教育公平、稳

步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也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二、政策背景

（一）异地中考政策介绍。2012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做好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

  2023 年第 12 期

 ① 朱琳等（2020）仅简单地将各项材料的获取视为同等难度，运用等权重法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

 ② 户籍制度、义务教育入学与异地中考政策均分为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制。吴开亚等（2010）、张吉鹏和卢冲（2019）等文献均未说明材料准

入制和积分制户籍制度的计算方法差异。吴贾和张俊森（2020）以及朱琳等（2020）虽区分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制，但前者只是简单将积分入学制

的城市归入另一个等级；后者构建了两套指标体系，积分制和材料准入制城市的入学难度仍不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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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各地制定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具体办法，要求各地在 2012年
底前出台详细的异地中考方案。《意见》的出台是我国异地中考改革的重要转折点，2012年前虽

然个别地区已经允许随迁子女参加当地中考，但绝大多数城市都没有正式的异地中考方案。

《意见》出台后，除西藏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公布了异地中考方案。

虽然国家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

中考给予了明确的政策引导，但很多城市出

台的异地中考政策仍过于严格，大量流动人

口家庭无法满足要求（吴霓和朱富言，2014）。
如图 1 所示，至 2018 年，随迁子女初中毕业

后在父母流入地的普高升学率仅为 36.34%，
远低于全国平均普通高中升学率 57.96%。考

虑到有部分儿童因无法满足异地中考条件而

提前留守，因而受异地中考限制不能在流入

地升学的流动人口子女比例可能会更大。

（二）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计算。评估异地中考政策的影响，需要统一的、可跨时间和跨地

域比较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考虑到流动人口大多集中在大城市，CMDS数据中很多小城市的

样本量较小，且小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文件很多没有在互联网上公开，数据收集困难。本文根

据 2016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选取城区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 72 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由于各城市在 2012 年底以后才开始正式规范异地中考政策，本文整理了这 72 个城市

2013—2018年的异地中考政策文件，将材料要求整理为 9大类，分别为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

合法职业、稳定住所、社会保险、学生学籍、其他证明（出生证、计划生育证、预防接种证、教育

部门证明信、书面报告等）以及报考学校限制。①参考郭峰等（2020）和 De Luca等（2021）的研究，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异地中考门槛指数。首先，根据 9 大类材料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并按

照各指标中材料和年限要求不同赋予不同的难度得分（朱琳等，2020）；其次，根据 9个指标的相

对难易程度构造判断矩阵，并使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出指标权重；最后，将城市各指标的归一化得

分乘以指标权重获得异地中考门槛指数。②

区别于客观赋权的统计学方法，层次分析法根据流动人口获取材料的难易程度设置权重，

权重更具经济学含义。为了避免赋权偏误，

本文还使用因子分析法（尹志超等，2014）、投
影寻踪法、等权重法和熵值法（张吉鹏和卢

冲，2019）计算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进行稳健

性检验。

以城区人口数量为划分标准，图 2 展示

了不同类型城市异地中考门槛随年份的变化

趋势，③可以发现：一方面，超大城市的异地中

考门槛最高，特大城市其次，Ⅰ型大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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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2018 年随迁子女和全国普高升学率

注：根据 2013—2018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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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异地中考门槛

邹月晴、陈媛媛、宋    扬：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不足的制度性约束

 ① 只有上海市的异地中考政策遵循积分制，需考生父母一方持有居住证且达 120分才可申请，其他城市均采用材料准入制。为保证两种

政策的可比性，我们使用获得积分的最低条件，将积分制转化为材料准入制计算。

 ② 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详细计算步骤参见工作论文。

 ③ 城市类型的划分标准参照 2014年 11月 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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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型大城市门槛较低；另一方面，各类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在 2013—2018 年间并没有出现显著

下降的趋势，2013—2016年四年过渡期中，特大城市、Ⅰ型和Ⅱ型大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逐渐提

高，2016年，超大城市明显提高了异地中考的门槛，2017年后，Ⅰ型和Ⅱ型大城市的政策限制略

有放松。可见，异地中考改革仍需持续推进。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现行的基础性

制度体系，将公共服务资源享有权与个人的户口所在地绑定在一起。外来劳动力由于无法在流

入城市享受完整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工作和留居稳定性较差，因此与同等收入水平的本

地居民相比，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消费倾向较低（陈斌开等，2010）。作为户籍制度体系

的配套教育政策，异地中考政策限制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城市正常升入高中的权利。根

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当未来不确定性增加时，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会为防止未来消费水平下降，进

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异地中考政策使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面临未来失学的风险，子

女在流入城市接受教育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增大流动人口家庭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强流动人口家

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流动人口家庭减少在流入城市的即期消费。据此，提出假说 1：异地

中考门槛会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

（二）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影响机制。当流动人口子女难以满

足参加异地中考的要求时，家长在考虑子女的教育决策和家庭的流动决策后，会存在选择让子

女在流入城市放弃升学、子女返乡留守和流动人口举家返乡三种情况：情况一，面对严苛的异地

中考限制，流动人口预期到子女未来可能被迫在流入城市放弃升学，可能会降低对子女的教育

期望。因为作为一种投资，教育能产生潜在的终生收入（Lazear，1977；Aina 和 Sonedda，2018）。

在我国，父母会为提升子女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而提前积累财富（Wei和 Zhang，2011），子女

提供的收入支持也是老人养老的重要来源（Cai等，2006）。因此，当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降低

时，父母预期到子女永久性收入减少，收入不确定性增加，父母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会抑制

家庭的消费行为（Boar，2021）。据此，提出假说 2a：异地中考门槛可能通过降低父母对子女的教

育期望，进而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情况二，当在父母流入城市正常接受教育

受限时，子女可能会返回户籍地就读，成为留守儿童（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子女留守对流动

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文献中已得到证实（胡霞和丁浩，2016），一方面，由于家庭成员的离开必

然导致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减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为了感谢亲戚照看子女（Poeze 等，

2017），以及由于缺席陪伴子女产生以金钱补偿的心理（Yang和 Bansak，2020），会尽力汇回比子

女在身边所需的更多的钱款，最大程度地压缩自己在流入城市的消费。据此，提出假说 2b：异地

中考门槛可能通过促使子女留守，进而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情况三，当面临

异地中考限制时，部分重视亲子陪伴和子女教育的流动人口在权衡城乡收入差异与亲子分离的

成本之后，可能会计划与子女一同返乡，或者举家流入异地中考门槛较低的城市，这会导致流动

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留居意愿下降（Wang等，2019）。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与持久性收入理论，高

流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使得流动人口增加更多的储蓄（Galor和 Stark，1990），因此若流动人口

留居意愿下降，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据此，提出假说 2c：异地中考

门槛可能通过降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留居意愿，进而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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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基准结果使用 2014—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①样本限

定流动人口子女为 1—9年级，家长年龄为 60岁及以下且跨市流动，剔除家长生活不能自理、已

离婚、丧偶或流入城市时长少于 1年的样本，最终获得 100 202个家庭样本。城市层面数据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各省市统计年鉴。

本文关注的是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

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影响。图 3 展示了样

本中城市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家庭平均

月消费的分 bin 散点图和回归拟合曲线。可

以看出，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城市流动人口家

庭平均消费水平明显越低。表 1 给出了基准

回归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计量模型。本文主要考察异地中考

门槛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影

响，构建模型如式（1）：

Lnexpenseicht =β0+β1thresholdc,t−1

× kidgradeicht +β2kidgradeicht

+β3thresholdc,t−1+β4Xicht

+β5Zc,t−1+ pc+ ch+ rt +uicht

（1）

i c

h t

Lnexpenseicht

thresholdc,t−1

kidgradeicht

其中，下标 表示流动人口家庭， 表示流入城

市， 表示户籍所在省份， 表示年份。被解释

变量 是家庭在流入城市平均每月

总消费的对数，为剔除物价的影响，使用各年

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家庭消费、收入

等价值变量转化为以 2014 年为基期的实际

值。 表示流入城市滞后一期的异

地中考门槛。 表示子女年级，以

9 月 1 日前年满 6 周岁为小学入学年龄进行

推算。若家庭有两个及以上义务教育阶段的

子女，使用较大的子女年级。

由于每个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与城市的

经济发展情况等影响消费的因素相关，在模

型中单独使用异地中考门槛进行估计会存在

遗漏变量问题。而异地中考政策与其他政策

最主要的差别是当儿童越接近中考时，该政策的影响越大。一方面，当政策影响的时间点还比

较远的时候，预期的影响会比较弱（Trope和 Liberman，2010）；另一方面，政策随着时间也在不断

变化，不排除一些家长期望等孩子到中考年龄时政策会放松。因此，随着子女年级增高，距离中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消费（元/月） 3 373.331 1 381.971 749.454 10 060.360

异地中考门槛 0.241 0.128 0.064 0.585

子女年级 4.730 2.586 1 9

子女性别（男=1） 0.547 0.498 0 1

子女个数 1.630 0.619 1 6

户主性别（男=1） 0.536 0.499 0 1

户主年龄 37.492 5.141 25 60

户主民族（汉族=1） 0.946 0.227 0 1

户主受教育年限 9.467 2.440 0 19

户主户口（农村=1） 0.871 0.335 0 1

流入所在城市年限 6.665 5.142 1 43

配偶是否随迁（是=1） 0.935 0.246 0 1

配偶年龄 37.403 5.153 18 66

配偶民族（汉族=1） 0.945 0.228 0 1

配偶受教育年限 9.465 2.363 0 19

配偶户口（农村=1） 0.865 0.342 0 1

家庭收入（元/月） 6 481.095 2 667.709 2 000 20 000

家庭层面样本量 10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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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月消费

注：分 bin 散点图控制了城市特征变量和年份固定效应。

邹月晴、陈媛媛、宋    扬：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不足的制度性约束

 ① 由于各城市异地中考政策在 2013年出台，基准模型使用滞后一期的异地中考门槛，且 2018年 CMDS数据中没有流动人口户籍所在

省份信息，因此本文使用 2014—2017年 CMDS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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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 β1

考越来越近，家长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和感受到异地中考政策的影响。为更好地识别异地中考

门槛的影响，着重关注异地中考门槛与子女年级的交互项系数 。如果 为负，表明流动人口家

庭所在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其消费量随子女年级上升而减少得越多，即异地中考门槛对

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有抑制作用。

Xicht

Zc,t−1

pc

ch rt uicht

由于家庭消费水平受家庭情况的影响，模型同时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 ，包含子女特征、

户主特征和配偶特征。其中，子女特征包括子女性别和子女个数；户主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年

龄、民族、受教育年限、流入所在城市时间、户口类型以及家庭月收入；配偶特征包括配偶是否

随迁、年龄、民族、受教育年限和户口性质。由于家庭消费与城市特征有关，模型中也控制了滞

后一期的城市层面特征变量 ，具体包括常住人口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商

品房销售价格和第三产业增长值占比。同时，模型加入了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户籍所在省份

固定效应 和年份固定效应 ， 是流入城市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主要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表 2 展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1）—列（3）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

效应，列（3）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

城市，家庭消费随着子女年级上升而减少得越多。列（4）—列（5）分别展示只有 1 个子女和有

2个及以上子女样本的结果，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对这两组家庭消费均有抑制作用。列（6）将
子女年级换为子女是否处于初中阶段的虚拟变量，①结果显示，初中阶段的虚拟变量和异地中考

门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相比于拥有小学阶段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拥有初中

阶段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受到异地中考门槛的负面影响更大。至此假说 1得到了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影响

因变量：Ln（家庭消费）
（1） （2） （3） （4） （5） （6）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1个子女 2个及以上子女 全样本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12*（0.006） −0.008**（0.003） −0.008**（0.003） −0.009**（0.004） −0.006*（0.004）
初中阶段×异地中考门槛 −0.044**（0.018）

子女年级 −0.003**（0.001） −0.001（0.001） −0.001（0.001） −0.003*（0.001） −0.001（0.001）

初中阶段 −0.000（0.004）

异地中考门槛 0.116（0.117） 0.217（0.131） 0.119（0.105） 0.144（0.138） 0.082（0.102） 0.092（0.103）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入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43 863 56 339 100 202
Adjusted R2 0.002 0.470 0.472 0.473 0.465 0.471

　　注：*、**和***分别表示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影响的大小，分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讨

论：若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以 2016 年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均值

0.388和 0.177来测算，对于一个子女为九年级的流动人口家庭，当他们从超大城市流入到其他

城市时，家庭的消费水平会因为放松异地中考限制而提高 1.52%；若完全放开超大城市的异地中

考限制，会使正在这些城市流动的、子女正处于九年级的家庭消费水平因异地中考限制的放松

而提高 2.79%；若以计算的 2016年 72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均值 0.189近似为全国所有城市异

  2023 年第 12 期

 ① 对小学初中的划分是五四制的城市（哈尔滨、大庆、上海、济宁、淄博和烟台）做了相应调整。

•  112  •



地中考门槛的均值，在全国范围取消异地中考限制，将会使子女在读九年级的流动人口家庭消

费水平因异地中考限制的放松而提高 1.36%，①带来每户月均 1.36%×3 450.583=46.93元消费量的

提升，②或为整个经济增加 31.87亿元年度消费额。③因此，较高的异地中考门槛抑制了流动人口

在流入城市的消费，不利于提振城市消费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计算方法。为避免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的主观性可能造成的

偏误，表 3 分别使用因子分析法（尹志超等，2014）、投影寻踪法、等权重法和熵值法（张吉鹏和

卢冲，2019）测算的异地中考门槛进行回归，发现异地中考门槛与子女年级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

为负，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
 
 

表 3    稳健性检验：更换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计算方法

因变量：Ln（家庭消费）
（1） （2） （3） （4）

因子分析法 投影寻踪法 等权重法 熵值法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03***（0.001） −0.008***（0.003） −0.014***（0.005） −0.005*（0.003）

子女年级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1） −0.002**（0.001）

异地中考门槛 0.035（0.022） 0.050（0.045） 0.139（0.101） 0.045（0.076）

样本量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Adjusted R2 0.472 0.472 0.472 0.471

　　注：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家庭和流入城市特征变量，以及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流入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下文表中

若无特殊说明，与本表一致。
 

2. 更换不同的消费衡量指标。考虑到部分流动人口存在包吃包住的情况，表 4 列（1）将被

解释变量替换为包括包吃包住的家庭消费，④为了剔除收入效应，列（2）—列（3）考察了异地中考

门槛对家庭消费率和包括包吃包住的家庭消费率的影响，⑤列（4）将因变量替换为家庭在流入城

市的人均消费，列（1）—列（4）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基准结果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更换家庭消费的衡量指标

因变量
（1） （2） （3） （4）

Ln（包括包吃包住的家庭消费） 家庭消费率 包括包吃包住的家庭消费率 Ln（家庭人均消费）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08**（0.004） −0.004**（0.002） −0.004**（0.002） −0.006*（0.003）

子女年级 −0.001（0.001）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1）

异地中考门槛 0.143（0.124） 0.063（0.051） 0.070（0.054） 0.157（0.118）

样本量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Adjusted R2 0.469 0.234 0.238 0.504

 

3. 排除落户政策的影响。陈斌开等（2010）发现户籍制度会制约居民的消费行为。为排除落

户政策的影响，表 5 列（1）加入落户门槛指数（张吉鹏和卢冲，2019）。⑥在控制了落户门槛的影

邹月晴、陈媛媛、宋    扬：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不足的制度性约束

 ① 以上三个百分比，均使用 9×0.008×100%×相应的异地中考门槛值（或者差值）计算得到。

 ② 据 CMDS2016数据，子女在读九年级的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月消费为 3 450.583元。

 ③ CMDS2016中，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月消费为 3 514.820元，子女年级平均值为 4.694，根据 2015年 1%抽样调查

数据，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家庭占全国家庭数量比例为 0.026，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中国家庭户数

量为 4.095亿，约提高全国年消费总额（4.694×0.008×0.189×100%）×（3 514.820×12）×（0.026×4.095亿）=31.87亿元。

 ④ 包括包吃包住的家庭消费=家庭消费+就业单位每月包吃包住总折算钱数。

 ⑤ 消费率=总消费/收入。

 ⑥ 落户门槛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公共经济与行为研究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公布的中国城市落

户门槛指数，网址为 https://chfs.swufe.edu.cn/info/1009/1286.htm。这里使用投影寻踪法测算的落户门槛，若使用等权重法和熵值法测算的落

户门槛指数，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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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后，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级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许多流动人口家庭

远没有达到落户门槛的要求，这时更直接影响其家庭决策的是限制其子女升学的异地中考门槛。
 
 

表 5    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因变量：Ln（家庭消费）

（1） （2） （3） （4） （5）

控制落户门槛

排除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的影响 排除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

有0−5岁子女的

流动人口家庭

有0−5岁子女且市内

跨县的流动人口家庭

有16−19岁子女的

流动人口家庭

省内跨市的

流动人口家庭

子女年级（年龄）×异地中考门槛 −0.009**（0.004） −0.006（0.010） −0.005（0.026） −0.000（0.017） −0.010**（0.005）

子女年级（年龄） −0.001（0.001） −0.016***（0.003） −0.013**（0.005） −0.006（0.004） 0.001（0.001）

异地中考门槛 0.150（0.115） 0.138（0.102） −0.054（0.667） 0.252（0.301） 0.015（0.102）

样本量 87 045 94 501 12 796 32 479 47 991
Adjusted R2 0.466 0.455 0.478 0.406 0.487

　　注：列（3）和列（5）控制了家庭和流入城市特征变量、流入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4. 排除义务教育入学和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为解决随迁子女在流入城市的受教育问题，

除异地中考政策，国家层面还出台了义务教育入学和异地高考政策，这些政策的门槛高度相关，

并且均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的消费。如果基准回归中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反映的是

入学政策的影响，那么该影响对于学龄前儿童同样存在。为排除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的影响，表 5
列（2）将样本限制在有 0—5岁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进行安慰剂检验；同时，考虑到义务教育入学

基本是分区招生的，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子女不受异地中考政策的影响，但可能会受义务教育

入学政策的影响，列（3）将样本限制在有 0—5岁子女且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家庭。结果显示，列

（2）—列（3）中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反映的

并不是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为排除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列（4）将样本限制在有 16—19 岁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进行安

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实际上，异地中考政

策是异地高考的前置政策，在大部分城市，满足异地中考要求后，随迁子女拥有三年本地的高中

学籍，其父母在本地工作居住三年，基本可以在当地参加异地高考，因此异地高考的限制大多落

在对异地中考的限制上。同时，考虑到省内跨市流动的人口并不受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列（5）
对省内跨市流动的样本进行回归，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即使没有异地高考的限制，

异地中考门槛仍然对家庭消费有抑制作用。

5. 排除城市层面其他影响因素。考虑到城市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工资水

平、房价和金融发达程度等均可能与异地中考门槛相关，且可能随子女年级变化对流动人口家

庭消费产生不同影响。为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表 6列（1）—列（6）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分别加入

子女年级与城市层面变量的交互项，发现异地中考门槛与子女年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

负，基准结果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排除城市层面其他影响因素

因变量：

Ln（家庭消费）

（1） （2） （3） （4） （5） （6）

加入子女年级与城市层面变量的交互项

Ln（常住人口）
Ln（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比

Ln（职工平均

工资）

Ln（商品房销

售价格）

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GDP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07**（0.003） −0.008**（0.003） −0.009**（0.004） −0.008**（0.004） −0.007*（0.004） −0.008**（0.003）

子女年级×城市层面变量 −0.000（0.001） −0.001*（0.001） 0.000（0.000） −0.001（0.001） −0.001（0.001） 0.000（0.001）

子女年级 0.001（0.004） 0.015（0.009） −0.002（0.002） 0.007（0.015） 0.003（0.008） −0.001（0.001）

异地中考门槛 0.114（0.103） 0.117（0.105） 0.122（0.106） 0.116（0.104） 0.113（0.105） 0.119（0.104）

样本量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100 202
Adjusted R2 0.472 0.472 0.472 0.472 0.472 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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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影响机制检验

（一）异地中考门槛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本节使用 CFPS2014—2018年数据，①检验异地

中考门槛对家长对孩子教育期望的影响。表 7列（1）—列（2）使用父母双方至少一方跨市流动且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样本，采用方程（1），分别对家长期望孩子的成绩与家长期望孩子受教

育年限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与子女年级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子女年

级越接近中考时，流入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低。因此，异地中考

门槛会通过降低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而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假说 2a 成立。
 
 

表 7    影响机制检验

因变量

（1） （2） （3） （4） （5） （6） （7） （8）

影响机制检验一 影响机制检验二 影响机制检验三

家长期望孩

子成绩

家长期望孩子

受教育年限
子女留守

子女独自

留守

子女与父母

一方留守

Ln（家庭消

费）
留居意愿1 留居意愿2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4.699*** −0.589** 0.030*** 0.030*** 0.001 −0.009*** −0.000 −0.001

（1.396） （0.259） （0.008） （0.008） （0.001） （0.003） （0.004） （0.002）

子女年级
0.552 0.014 0.010*** 0.010*** 0.000 0.003*** −0.003*** −0.002**

（0.371） （0.135）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异地中考门槛
−62.585** −34.915*** −0.270 −0.290 0.020 0.078 0.160 −0.012

（22.918） （9.309） （0.227） （0.228） （0.017） （0.051） （0.128） （0.041）

样本量 110 122 142 037 142 037 109 289 71 759 100 202 100 202

Adjusted R2 0.289 0.064 0.272 0.164 0.881 0.484 0.105 0.032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不是一种正常的消费商品，而是一种投资，主要产生潜在的终生收入

（Lazear，1977）。当家庭教育期望降低时，父母预期到子女永久性收入减少，收入不确定性增加，

会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消费水平降低。②这与 Aina和 Sonedda（2018）利用意大利大学

改革所得出的，子女受教育年限增加提高了其潜在终身收入，继而使家庭消费水平增加的结论一致。

（二）异地中考门槛对子女留守的影响。表 7 列（3）—列（5）以流动人口子女为样本，检验了

异地中考门槛对子女留守的影响。列（3）将子女与被调查的家长不在同一城市定义为子女留

守，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

市，越接近中考的儿童，留守的概率越高。为区分不同的留守类型，列（4）将不与双方父母同住

定义为子女独自留守，列（5）将样本限制在子女没有独自留守的样本，检验异地中考门槛对子女

与父母一方共同留守的影响。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仅在列（4）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子女年龄

上升，异地中考门槛增加了儿童独自留守的概率，但是并没有增加子女与父母一方共同留守的

概率。这说明异地中考门槛会通过增加子女留守概率，进而降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消费，

假说 2b 成立。一方面，家庭成员的离开导致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减少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流

动人口为了感谢亲戚照看子女（Poeze等，2017），以及由于缺席陪伴子女产生以金钱补偿的心理

（Yang 和 Bansak，2020），都会促使家长尽力汇回比子女在身边所需的更多的钱款，因而最大程

邹月晴、陈媛媛、宋    扬：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不足的制度性约束

 ① 使用 CFPS数据的原因是，CMDS没有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相关变量。比较 CFPS2014—2018年和 CMDS2014—2017年数据的描述

性统计，拥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流动人口样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等在两个数据中均没有较大差异。

 ② 家庭教育期望降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可能有其他作用渠道，当家庭教育期望降低时，家庭未来教育支出的减少会减弱家庭为子女教

育而储蓄的动机，增加家庭消费（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对此，我们使用 CFPS2014—2018数据，直接检验家长期望孩子成绩和家长期望孩

子受教育年限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当家庭教育期望下降时，家庭消费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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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压缩自己在流入城市的消费。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区分成人与儿童的消费，也无法进一

步检验成年流动人口因儿童留守引起的自身消费的变化。

一个可能的问题是，子女留守可能是异地中考门槛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唯一机制，那

么消费的减少只是家庭成员变动引起的家庭消费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表 7列（6）将样本限制

为子女随迁的家庭，发现异地中考门槛与子女年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验证了

子女留守并不是异地中考门槛导致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减少的唯一途径。

（三）异地中考门槛对家长留居意愿的影响。本节使用 CMDS问卷中“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

居住（5年以上）”衡量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分别构建 2个虚拟变量，回答为是，取值为 1，否则

为 0；或当回答是或者没想好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表 7列（7）—列（8）呈现了异地中考门槛对两

种留居意愿定义的回归结果。两列中异地中考门槛以及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级的交互项的回

归系数均不显著且接近于零，这说明随着子女年龄的上升，异地中考政策并不会通过降低家长

的留居意愿，进而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在本地的消费水平，假说 2c 并不成立。

随子女年级升高，家长留居意愿受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家长认

为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收益大于子女不在身边的心理成本，子女面临的异地中考问题并没有显

著改变家长的流动决策。这一结果在以往的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一方面，成年流动人口对于

城市公共品不存在刚性需求（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劳动力迁移主要与流入城市的收入水平

和就业机会有关；另一方面，子女随年级增高独立性变强，其对父母依赖程度下降（Smetana，2011），
且随着子女年龄增加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父母更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以获得高收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 CMDS数据仅调查了当前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如果随着子女越接

近中考，部分重视亲子陪伴和子女教育的流动人口选择举家流出高门槛的城市，流入低门槛的

城市或返回户籍地，这时，留在门槛较高城市的流动人口可能更多是消费较低的群体。一方面，

我们发现随子女年级升高，异地中考门槛对家长留居意愿的影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另一方面，

我们还采用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实际流出所在城市的

影响，发现随子女年级增高，父母实际流出所在城市的决策受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没有发生显

著变化。①这两个检验可以说明基准结果并不是样本选择性偏误导致的。

七、异质性分析

（一）家长技能水平。家长的技能水平既影响子女能否符合流入城市异地中考的要求，也是

决定家庭消费理念的重要因素。表 8 列（1）—列（3）按父母平均受教育水平分组，将夫妻双方平

均受教育年限分为小于 9、9到 12和大于等于 12三组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只对

中等学历的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显著。其原因可能是，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家庭较容易

满足异地中考限制条件，受异地中考政策影响较小；而低学历的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多为衣食住

行等生存型消费，消费弹性低，不会再因子女教育受限显著缩减家庭消费。

（二）户口性质。文化价值观在消费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镇与农村户口家庭在消费

行为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王军和詹韵秋，2021），而传统的农村消费观念持续影响着进城农民

工的消费。表 8列（4）—列（5）将样本分为农村和城镇户口进行回归。②可以发现，随子女年级升

高，相比于农村户口家庭，异地中考门槛对于城镇户口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这种现象可

能的原因，一是城镇户口的流动人口家庭往往更重视子女教育（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对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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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参见工作论文。

 ② 如果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城镇户口则为城镇户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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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升学限制导致的教育期望下降更加敏感，因此家庭消费下降程度更大；二是城镇户口流动

人口家庭的文化、娱乐等非必需消费较高，消费弹性高于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家庭（程杰和尹

熙，2019），在子女教育受阻的情况下，更可能由于子女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顾虑而减少消费。

（三）子女性别。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存在，子女性别不同的家庭遇到异地中考限制时的

反应可能存在差异，表 8 列（6）—列（7）展示了分子女性别的回归结果。①可以发现，对于男孩家

庭，随子女年级升高，异地中考门槛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但对女孩家庭没有显著影响。可

能的原因是，在传统农业文明长期以父系社会为主导的背景下，儿子相比女儿在父母养老中扮

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同时，婚姻中的住房大多由男方家庭提供，在中国性别比失衡的大环境下，

住房是提高婚姻市场上相对地位的主要方式。由于养儿防老和助儿买房两个原因的存在，生养

男孩的父母在子女教育受阻，预期未来收入下降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预防性储蓄动

机增加使得家庭更多地减少消费。

（四）流入城市类型。不同类型城市异地中考门槛差距较大，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受异地中考

门槛的影响可能也有差异。表 8列（8）—列（9）按城市人口规模，将城市分为超大、特大与其他城

市组。可以发现，异地中考门槛对在超大、特大和其他城市生活的流动人口家庭在本地的消费

均有抑制作用，且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入超大、特大城市的家庭在本地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
 
 

表 8    异质性分析：家长技能水平、户口性质、子女性别和流入城市类型

因变量：Ln（家庭消费）

（1） （2） （3） （4） （5） （6） （7） （8） （9）

按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 按户口性质 按子女性别 按流入城市人口规模

<9 9−12 ≥12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男孩家庭 女孩家庭 超大、特大城市 其他城市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06 −0.009* −0.003 −0.006* −0.014** −0.009*** −0.006 −0.016** −0.009*

（0.009） （0.005） （0.004） （0.004） （0.006） （0.003） （0.006） （0.005） （0.005）

子女年级
−0.002 −0.000 −0.005*** −0.002 0.000 −0.001 −0.002*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1）

异地中考门槛
0.150 0.110 0.031 0.119 0.025 0.149 0.086 0.420 0.146

（0.153） （0.101） （0.127） （0.109） （0.151） （0.135） （0.093） （0.432） （0.120）

样本量 18 868 62 723 18 611 83 588 16 614 54 784 45 418 26 672 73 530

Adjusted R2 0.427 0.456 0.500 0.461 0.502 0.471 0.471 0.493 0.462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聚焦于城区人口 100万以上城市的随迁子女升学制度，探究大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对

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大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家庭

在流入城市的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家庭消费随着子

女年级升高而减少得越多，对于中等学历、城镇户口、男孩家庭和流入超大、特大城市的家庭这

一影响更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第一，异地中考门槛降低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长预期

到子女永久性收入减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从而减少当前在流入城市的消费；第二，异地中

考门槛增加了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概率，本地家庭成员人数的减少和缺席陪伴子女产生的以金

钱补偿的心理，都会使得家长尽力汇回更多的钱款，减少在流入城市的消费。此外，我们发现异

地中考门槛并未通过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影响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

邹月晴、陈媛媛、宋    扬：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消费不足的制度性约束

 ① 男孩和女孩家庭分别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年龄最大的子女是男孩和女孩的流动人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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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应更全面地审视以异地中考政策为代表的随迁子女教育

政策的可能影响，制度限制直接压制了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城市的消费，劳动力要素空间优化

配置的结构性红利并未得到合理释放，城市实则损失了流动人口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首先，

国家应继续推进随迁子女升学政策的改革，进一步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为刺激流动人

口消费打造新的增长点。一方面，国家应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纳入教育规划，健全以城市常住

人口数为基础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城市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

另一方面，异地高考与异地中考有很强的协同性，在调整异地中考政策的同时，也应加快异地高

考制度的改革，构建健全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体制。其次，本文发现异地中考门槛挫伤了流动

人口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进而抑制了家庭的消费。国家应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统筹推进职业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技术型人才的社会认可与收入水平，让未能进入高中的流动人口子女

通过报考国家开放大学和参加职业技术培训等方式继续接受教育，提升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的可

能性。最后，对于异地中考门槛导致儿童留守，进而使家庭消费减少这一现象。国家可以延长义

务教育至高中，尽量推迟儿童留守的年龄。此外，可以整合社会公益组织等多方社会资源，建立

健全的留守儿童关爱机制，建立与完善留守儿童帮扶的经费保障制度，为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

提供生活费补助以及减免寄宿费用等，减轻子女留守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留守子女父母“积谷

防饥”的压力，以进一步释放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潜力。

　　*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CXJJ-2022-323）的支持，同时也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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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on Insufficient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Migrants in Destination Cities: Evidence

from High-school Entrance Exam Policy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Large Cities

Zou Yueqing,  Chen Yuanyuan,  Song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education rights of migrant

children are not well protected. Si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sued the policy of “two priorities” in 2001,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enroll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iti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owever, the

restrictions on high–school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s for migrant childre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

ent,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 children who are unable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in their

destination cities upon comple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Becaus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policy for mi-

grant children generally takes the high-school entrance exam policy for migrant children as a prerequisit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on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migrants in

destinatio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gh-school entrance exam policy for migrant children.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policy documents of the high-school entrance exam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72 cit-

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one million in central urban districts from 2013 to 2018, constructs an in-

dex to measure the barriers to the high-school entrance exam for migrant children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attempt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high-school entrance exam for migrant children on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migrants in destination cities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from 2014 to 2017.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icy restric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ducing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migrants in destination cities. This effec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among families

with moderat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ose who possess urban hukou, have sons, and are migrants in me-

galopolis cities.

　　In terms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uses both the data of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from 2014 to 2017 and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from 2014 to 2018, and finds that the policy restrictions re-

duce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destination cities mainly by lowering the education expectations of mi-

grant families and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of children being left behind. Little evidence supports that the

policy changes migrant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directly suppress the household consump-

tion of migrants in destination cities. The structural benefit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bor resources have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and, as a result, cities have forfeited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that are typically gener-

ated by migrant labor.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removing the education restrictions on migrant children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ir education rights, but also stimulate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ities.

Key words:  high-school entrance exam policy for migrant children； migrants；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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